铜牛与石马——西夏步入农耕经济社会的历史见证

宁夏博物馆研究部主任  杨秀山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以西35公里的贺兰山麓，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九座帝王陵和二百多座陪葬陵，这就是建造于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初的西夏皇家陵园。宁夏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1977年2月至11月对编号为M177的陪葬墓进行了正式发掘。①这次发掘主要是为了进一步了解西夏陪葬墓的形制与墓室结构。在该墓的甬道两侧，出土了两件十分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位于甬道东侧的是一件栩栩如生的鎏金铜牛，由青铜铸造而成，中间为空心，外表通体鎏金，长120厘米，宽38厘米，高45厘米，重达188千克。牛屈肢而卧，双眸远眺，体态健壮，整体造型生动而逼真，金光闪闪，反映了西夏精湛的铸造工艺，令人叹为观止。这件文物现在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位于甬道西侧的是一件圆雕大石马，长130厘米，重达355千克，体型硕大，比例匀称，头部稍微下垂，颈部呈弯曲状，神态自然，马鬃整齐流畅地披散在脖子上，雕刻手法十分细腻，艺术地再现了马的生动形象。根据遗迹分析，这两件文物未曾移动过，完全保持着原样。这两件体型硕大、造型别致的铜牛与石马陪葬在同一座墓葬中绝非偶然，一方面说明墓主人很受当时的皇帝宠爱，另一方面说明牛与马是当时西夏人非常喜爱的牲畜，以至于死后还要随葬在一起。将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结合起来分析，作为同一墓葬陪葬品的铜牛石马，完全可以看作是西夏社会由游牧部落社会进入农耕经济社会的历史见证。

西夏是11世纪初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党项族是古代羌族的一支。党项羌内徙前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东部，曾一度处于土谷浑行国领地之中，因而和鲜卑土谷浑相互融合，并在融合中发展壮大起来。  北周前后，大批党项羌迁居松州，此后旭州、会州、金城等地都有党项迁居。唐朝时党项羌的势力逐渐强大，其活动范围“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土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②共有八大部落，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和拓拔氏。其中拓拔氏最为强大，后来建立西夏王朝的就是这一部落。当时的党项族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衣着以皮毛和毡为主，饲养牦牛、马、驴、羊等作为食物，不懂稼穑之事。唐高祖时，党项族派人到长安，表示愿意归附唐朝。唐王朝通过进剿与怀柔两种策略，逐步将党项族所居土地划入唐朝版图，并将其地划分为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唐太宗授党项首领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并赐国姓“李”。这一时期党项族逐渐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唐玄宗时，党项族由于受到不断强大的吐蕃王朝的侵扰，向唐朝请求内迁。唐玄宗同意了党项族的这一请求并在庆州（今甘肃庆阳）设置静边等州予以安置，同时任命拓跋赤辞的孙子拓跋守寂为右监门都督，封为西平公。“安史之乱”爆发后，拓跋守寂出兵勤王，为唐朝平叛立下战功，被擢升为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唐代宗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向朝廷进谏：为稳固边防，应将居住在静边等六府的党项族众迁徙到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以西）以东一带居住。唐代宗采纳了郭子仪的策略，将党项族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所部迁居到银、夏州一带，号称“平夏部”；将党项族另一支拓跋乞梅所部迁居到庆州，号称“东山部”。

两次内迁使党项族和汉族逐渐融合并相互交流，对加速党项族的封建化，发展党项族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早期党项积极向东发展，归附隋唐王朝，既表明他们向往中原先进的文明生活，又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唐朝末年，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在镇压黄巢起义军时屡立战功，被唐僖宗封为“夏国公”，并再一次赐“李”姓。在历经五代封建割据政权之后，党项族逐渐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并形成了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虽未称国，而王其土。党项拓跋等部的两次大迁徙，都是从发生战乱的地方迁走。尽管经过千里跋涉，他们的人口、牲畜、财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能够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下致力于生产、繁殖人口，比经常战乱、奴役威胁下终日民不聊生，毕竟得多失少。尤其在这些内徙党项居住地区，原来都是汉族人民长期过着封建社会生活并创造者封建文明的所在，这里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封建生产关系，都对他们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党项族逐步学会了农耕技术和手工业制造技术，最终走上了建立西夏王国的道路。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自立为帝，建立宋朝。党项族首领、西平王李彝兴慑于宋太祖的威力，派人前往祝贺太祖登基。宋朝初建，根基不稳，对党项采取安抚之计。随着宋朝政权逐步巩固，宋太祖吸取唐朝藩镇割据而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推行用文臣代替武将的策略。宋太宗利用党项族内部的矛盾，将党项平夏部所辖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收归为宋朝，企图彻底铲除党项族割据势力。这一措施激起了党项族割据势力的强烈反抗。以党项族首领李继迁为首的割据势力在地斤泽（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聚集，决心与宋朝争夺五州之地。由于宋朝的强大，李继迁屡战屡败。经过反复斟酌之后，李继迁认识到只有同北方的辽国联合起来才能收复失地。辽国当时正与宋朝对峙，也想借助李继迁的力量牵制宋朝。于是，辽国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大师，都督夏州军事。李继迁的势力逐渐强大以后，多次率兵攻打宋朝的灵州、夏州一带，牵制了宋朝的大量兵力。辽国为此而封李继迁为西平王。宋真宗即位以后，对党项族割据势力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不但归还了五州之地，而且授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这一屈辱妥协并未使李继迁满足，反而助长了李继迁进一步扩张、割据的雄心。公元1001年，李继迁以五万骑兵围攻土地肥沃、尤宜农耕的灵州，但未能攻克。于是便占据周围军事要塞，“凡四旁膏腴之地，使部族万山等率蕃卒驻榆林、大定间为屯田计，垦辟耕耘”。③公元1002年，李继迁率重兵攻陷宋朝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吴忠一带），并将灵州改为西平府，定都于此。既而以西平府为都城，不断向外扩张。公元1004年，李继迁因箭伤而逝，他的儿子李德明继任首领之位。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李德明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对外策略。一方面，继续依附辽国，请求册封；另一方面，派人与宋朝讲和。利用宋辽对峙的机会，李德明这一策略为其赢得了巨大的实惠。辽国为了利用他继续牵制宋朝的兵力，册封他为西平王。宋朝为了苟且偷安，不但默认了他的割据地位，授他为定难军节度使，晋爵西平王，而且每年还“赐给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两万斤。自此以后，李德明采取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策略，全力向西扩张。经过二十多年的征战，李德明将甘州（今甘肃张掖）、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凉州（今甘肃武威）归入自己的割据势力范围。河西走廊素有“西部粮仓”之称，党项割据势力由于占据了灵州、甘州、瓜州、凉州等宜耕宜牧的膏腴之地，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公元1020年，李德明将都城由西平府迁到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老城）并改名为兴州，在此正式建都。怀远镇西北有贺兰山为屏障，东南有黄河灌溉之利，土地肥沃，为日后建立地方割据政权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地理条件。公元1032年，李德明即将称帝建国时病逝。此时的党项割据势力羽翼丰满，实力雄厚，正式建立封建割据王朝已成必然。公元1032 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在兴州继承了王位。他生于公元1003年，25岁时被立为太子，后来成为党项族最杰出的领袖。公元1038年，在所有的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元昊在兴庆府南郊筑坛称帝，国号“大夏”，改元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

在美丽的塞上江南定居下来以后，党项族的农耕技术逐步提高并进入以农牧业为主的农业社会。建国后，景宗元昊十分重视发展农业，不仅在中央政府中专门设置了农田司管理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而且还在汉唐水利设施基础上进行疏浚和整治，使其境内的河渠水道形成网络。正如《西夏书事》卷二十所记载的，“黄河环绕灵州，其古渠五，一秦家渠，一汉伯渠，一艾山渠，一七级渠，一特进渠，与夏州（兴州之误）汉源、唐梁两渠毗连，余支渠数十，相与蓄泄洪水。”西夏境内的兴、灵、甘、凉诸州“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兴灵则有古渠，曰唐徕、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宋史》卷四百八十六）由此可见，耕作农业在西夏经济中已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农业经营中，不仅使原来以畜牧业经营为主的牧民逐渐转化为农民，还使党项的部落大姓也逐步由原来的牧主转化为地主。史料中曾有关于西夏谅祚时的国相没藏讹庞大肆侵占耕地的记载：“谅祚立，中外事悉讹庞主之，知河西田腴利厚，令民播种，以所收入其家，岁东侵不已，……宴然以为己田。”④粮食作物的品种也逐渐丰富， 西夏人骨勒茂才编著的西夏文——汉文双解语词典《蕃汉合时掌中珠》所列西夏粮食作物有：麦、大麦、荞麦、粟、粳米、糯米、豌豆和黑豆等。农业的丰收与否和西夏的军事行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西羌（宋人对西夏的称谓）风俗，耕稼之事，略与汉同。元昊频年点集，种植不时，至是秋旱，有黄鼠数万，食稼且尽，国中大饥。”⑤西夏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了牛耕技术，前面所述西夏陵区M177出土的鎏金铜牛和M78号墓出土的小铜牛就是最好的证据。《蕃汉合时掌中珠》中的文字和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中的牛耕图更进一步佐证了这一事实，牛耕图描绘了二牛抬杠牵引犁铧，一农民紧扶犁把耕种的情形。

 党项族建国以后，逐步进入了农耕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从一个原始游牧部落社会过渡到封建农耕经济社会，主要的原因就是党项族在数次东迁中受到汉族耕作技术的直接影响并受到汉文化诸多方面的潜移默化。牛和马作为农业耕作中的主要生产工具而受到宠爱甚至崇拜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西夏王陵还出土了其他不同造型的各种石马和铜牛，这充分说明牛和马在西夏人心目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牛和马不但是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亲密伙伴，而且被人们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牛象征着善良、勤劳、忍辱负重，马则象征着勇往直前、生机勃勃、奔腾不息和灵动睿智。西夏工匠用心灵和智慧制作的鎏金铜牛和圆雕石马可以说是这两种象征精神的物化。将这两种文化生灵作为随葬品，也许就是墓主人对其所象征的文化精神的希冀和神往吧。
 综上所述，西夏王陵出土的这两件精美的文物不但印证了史料所记载的历史内容，而且也是西夏社会由游牧部落社会进入农耕经济社会的历史见证。

M78\M177\M178\M182各出土一件石马，《西夏美术》第102页。其中M78出土文物和《西夏艺术》出处不同,《西夏陵》未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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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夏陵》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成、杜玉冰编著，东方出版，1995年8月

②《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党项羌传》

③《西夏书事》卷七    

④《西夏纪》卷十二，宋仁宗至和二年三月条
⑤《西夏书事》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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